电灯*

清朝的外交官黎庶昌1877年到法国，那时巴黎街上还没有电灯，第二年他再去时“倭必纳戏馆前大街皆用电气”。后来黎庶昌有机会参观巴黎的发电厂，只见那里“累累数十具，皆电机也。主者先试燃点之法，桌上罗列铜盘十余座，座八管，两两相对……”。黎庶昌看到的这种铜盘，就是1807年英国化学家戴维发明的弧光灯，它是用碳棒做电极，光线很强烈，只能用于沿海灯塔的夜航灯以及公共场所的照明。
就在巴黎有发电厂和街灯的那一年，有个叫毕雪伯的西方人，把一盏用电池的弧光灯带到上海表演，1878年4月5日年那一天中国第一次亮起了电灯。1879年刚下台的美国总统格兰特来上海，为了表示欢迎，上海租界特意从国外运了小型的直流发电机和灯泡，安装在黄浦江外滩，并在5月17和18两天，点灯以示欢迎。发电机是1867年德国科学家西门子发明的自馈式，因为用自身的电产生磁场，所以比较轻便。

1882年几个英国商人投资5万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家发电厂，最初它只能为16盏弧光灯提供电流，黄式权的《凇南梦影录》说“近有西人名立德者，在租界创设电气灯，其法以机器发电气，用铅丝遍通各处，用时将机刮一开，则放大光明，无殊白昼。”电灯刚出现时，上海地方官员“惑于谣诼之言，恐发电伤人”，向租界提出禁止用电，后来发现电灯有利无害，黄浦江旁遍设电灯，“戏院、烟室、茗寮更无不皎洁当空，清光璀璨，入其门者，但觉火凤拏天，普照长春之国，灼龙吐焰，恍游不夜之城。”但弧光灯电费太贵，每盏一年纳250两白银，等到1890年供应白炽灯电源时，上海点电灯才逐渐多起来，1895年上海著名游乐场所张园还举行了推广爱迪生白炽灯的展销会。

电灯传到北京是在1890年，最先亮电灯的是慈禧太后居住的的西苑，也就是今天的中南海。西苑电公所是中国最早的自办电厂，它的发电量只有15千瓦，1891年开业的香港发电厂供应100多盏路灯，发电量也不过50千瓦,要知道2003年单南京一地的用电量就是239亿千瓦时。中国虽然在19世纪后期就有了自己的发电厂，但直到1905年天津一家工厂才造出了教学用的弧光灯，1913年美国通用电气在中国开办了奇异安迪生灯泡厂，它生产的灯泡几乎占领了中国和东南亚的市场。1924年上海民族资本的第一家灯泡厂——亚浦耳建成，中国的灯泡在国内外市场也有竞争力，但直到1949年中国的灯泡厂仅只有8家。

上海刚有电灯，有人写了首竹枝词云：“泰西奇巧真百变，能使空中捉飞电，电气化作琉璃灯，银海光摇目为眩。一枝火树高烛云，照灼不用蚖膏焚，近风不摇雨不灭，一气直欲通氤氲……”，写到最后诗人摇头晃脑，“吁嗟呼！繁华至此亦已极，天机至此亦已泄”，要是诗人能看到今天科学先进电子技术昌盛，真不知该怎样的惊叹？

西医院
中医现在仍然在世界医学中独树一帜，在防治SARS的战斗中，中医药发挥了它的独特作用。但作为现代医疗机构的医院，却是和西医一起传到中国来的。
西方人在中国开办最早一家医院，大概要算明朝隆庆三年（1569）葡萄牙人在澳门设立的圣加礼医院，中文记载称为医人庙。随后澳门又建过一家专治麻风的医院，中国人称它为发疯寺。澳门的史书说：“内居疯番，外卫以兵”，可见那是座隔离医院。
16世纪澳门医院没有留下更多文字记载，但通过历史书可以对当时欧洲医院略知一二。当时欧洲医生和病人都信占星术，譬如意大利语中流行感冒一词意为“影响”，意思说受天上星座影响所以才会生病。16世纪放血几乎是每病必用的医疗方法，通过尿液检查疾病也很普遍。伽利略友人桑克托留斯（1561-1636）那时已经发明体温计和脉搏计，也可能被商人或传教士带到澳门。
17世纪用于镇痛退热的金鸡纳在欧洲流行，这种专治疟疾的特效药也可能在澳门医院使用，康熙皇帝患疟疾用的金鸡纳就是由法国传教士提供。至于澳门那家麻风病隔离医院，医生可能使用了防止感染的罩衣，上面有式样怪异的长长嘴套，里面填满芳香物质，那时候欧洲医生相信香料能够阻挡瘟疫的传播。不过对麻风病进行隔离《圣经》早有记载，据《圣经·利末记》说麻风的疑似病人需要隔离7天进行观察。
澳门最早的医院是为西方人开设，道光七年（1827）出现专为中国人治眼疾的诊所，但它远近闻名则是因为接种牛痘获得成功。天花是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中国人在明朝就知道用人痘做疫苗防治，后来人痘传到西方，1796年英国人琴纳发明了牛痘，1805年有个叫皮尔逊的英国船长，把种牛痘的技术首先带到了中国的澳门。
道光十五年（1835）十一月，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办了一所医院，主要看眼科但也做外科手术。在伯驾的医疗记录中，鸦片战争期间为林则徐看病并配药值得一提。
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在香港和上海开办了当地第一所西医院，其中上海那家后来叫仁济，老上海称它为施医院，因为它是所慈善医院，来看病的都是付不出药费的穷人，这种地方士大夫很少肯光顾。最早到西医院察看的清朝官员，要数驻英国公使郭嵩焘，他在西方生活了几年，回国后专门到上海仁济参观，他的日记对医院的情形记载甚详，其中一段记给病人喷施消炎药物的液体雾化装置，抄录在下面供你研究，试试能不能用图画或模型把它再现出来。
“有壶一具储水，下安酒灯，爇水令沸，前有管，状若壶嘴，安铜叶其端，可以启闭。用玻璃瓶贮药水，纳橡皮管其中，上于壶嘴相接合。开铜叶放气，则壶水之热力足以吸玻璃瓶之药水，使升水橡皮管，甫出口又为热力所冲，并出壶口如喷水，有形无质。盖其热力吸药水上升，一化而为气也。以指试之，凉甚。”
望远镜传入史话
英国科学史家亚·沃尔夫把望远镜称之为十七世纪六种非常重要的科学仪器之一，而使用这些仪器在他看来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望远镜究竟由谁发明只少有三、四种不同说法，但较多的人认为最先发明它的是荷兰米德堡的眼镜匠人汉斯·利佩希，据说有1608年10月2日荷兰国会审议批准利佩希专利权的文书可以证明。但荷兰人当时只是把望远镜当作一种“令人好奇的玩具”。
首先把望远镜用于科学研究的是著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1610年3月他出版了《恒星使者》（Siderus Nuntius）一书，公布了他用一个放大1000倍的单筒望远镜观察星空的报告。
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星空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当时因有耶稣会传教士作媒介，所以万历四十三年（1605）中国人已经可以从传教士阳玛若的《天问略》中得到如下信息：“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而哀其目力，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持之器观六十里远一尺之物，明视之无异在眼前也。持之望月，则千倍大于常；观金星似大月；观土星……圆似鸡卵，两侧有两小星……；观木星，其四围有四小星。”名士自然是指伽利略，知道木星有四颗小行星在西方也是自伽利略用望远镜始。
德国天文学家刻卜勒是最先研究望远镜光学原理的人，他在1611年出版了《屈光学》，分析了伽利略使用的荷兰望远镜，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大约在1613至1617年之间刻卜勒的门人沙伊纳根据导师的建议制作了一种镜筒能伸缩的望远镜，它和荷兰望远镜的另一处不同是目镜使用了两片凸透镜。明朝天启六年（1626）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也是德国人，他首先把望远镜带到了中国，并出版了第一部介绍望远镜的中文书《远镜说》。汤若望带来的望远镜正是经沙伊纳改进的那一种可伸缩望远镜。在《远镜说》中汤若望还为我们介绍了将透镜“用以在暗室画图”的技术，后来道光年间上海人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称之为“泰西照画之法”。但暗室画图是否传入中国，郎士宁等曾在清宫效力的写实主义的西洋画家是否用过暗室绘画，这些问题在美术史上不知有否结论？
沙伊纳的另一项成就是他在1611年的4、5月间用望远镜观察太阳黑子，中国人通过崇祯元年（1628）出版的《测天约说》对此也有所了解 。这本书的作者传教士邓玉涵和当时西方天文学界有着广泛接触——邓是伽利略的好友，在来华之前他曾去慕尼黑访问过刻卜勒。
中国最早提出制造望远镜的是明朝大学士徐光启，他在崇祯二年（1628）就向朝廷建议装配三架测天用的望远镜，但直到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去世，这件事都没有完成。
中国最早用望远镜观天的皇帝是明代的崇祯。他在崇祯七年（1634）令太监去“历局”验看由汤若望监制的窥筩，然后同意在宫中“筑台”安置，窥筩装好后崇祯帝亲临观看，看后“颇为嘉奖”。这件事在《明史记事本末》和《正教奉褒》《治历缘起》等书上都有记载。据张寿镛《皇朝掌故丛编》记载，清代的康熙皇帝也很热心望远镜观天，雍正说：“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验测”日食，为了避免受太阳光的伤害，清宫观日食时已经知道用纸挡在镜头前蔽日。这一知识也是汤若望在《远镜说》中介绍，由沙伊纳首先提出。
最早将望远镜写进文学作品的是明末清初的李笠翁,他在顺治年间(1644-1661)写的拟话本小说《十二楼·夏宜楼》的一段评语中说千里镜"自明朝至今,彼国中有出类拔萃之士不为员幅所限,偶来设教于中土,自能制造.取以赠人。故凡探奇好事者，皆得而有之。诸公欲广其传，常授以制造之法。然而此种聪明，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得其传者甚少。数年以来，独有武陵诸曦庵讳某者，系笔墨中知名之士，果能得其真传。"李渔的这段文字可当望远镜传入的史料看待。
早期的望远镜没有能解决色像差的问题，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牛顿在1668年发明了第一架反射式望远镜。这种望远镜长6英寸口径1英寸。乾隆三十七年（1773）法国机械师李俊贤和意大利画家潘廷璋送给清帝一架短筒望远镜，或许就是反射型望远镜。
望远镜传入后，不只是作为天文仪器或有钱人的玩具，也被用到军事上。《台湾外纪》记载民族英雄郑成功临死前一天还“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有舟来否？”清朝的《粤海关志》规定每架望远镜进口税为银四两，风琴银圆轨都要折算成望远镜收税，可见望远镜在明清之际已是一项进口甚多的物品。十七世天文纪望远镜发明后及时迅速地传到了中国，与我国历代重视修历的传统有关，也因为当时耶稣会传教士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桥梁作用所致。
电影的先驱——幻灯
幻灯是从影戏发展来的。中国古代就有影戏。“影戏之源出于汉”，如火药的发明与炼丹的道士有关一样，影戏的出现涉及招鬼魂的方土。据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年)，有个名“少翁”的方士，为武帝死去的夫人招魂，他“夜为方帷，张灯烛，使帝他坐，自帷中望之，佛仿夫人像也，盖不得亲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影戏又叫灯影戏，宋朝成为民间娱乐。宋人并“以羊皮雕形，”把画面由纸移到了羊皮，所以称之为皮影。

元朝灯影戏传到西方，有中国演员到波斯表演过皮影。欧洲中世纪开始有皮影戏，但是否就是中国传去的，不能肯定。皮影和后来发明的望远镜，启发了作为电影先驱的幻灯的发明，幻灯可以说是使用了透镜，和把图像绘在玻璃片上并放大投到布幕上去的皮影。

幻灯出现于十七世纪。在1650年出版的《光和影的伟大艺术》中，最早记录了幻灯装置：镜头、用镜子增加亮度的油灯，绘有图像的玻璃片带。同时代的丹麦数学家汪格尔斯把它出售给罗马的主教和意大利的王子，发了大财。十八世纪，原只是贵族的娱乐的幻灯，开始在欧美盛行，并赢得了大批平民的喜爱。耶稣会士一度还曾把它作为布道的工具。但我们不知道十七世纪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是否用过它。

中国人中最早记载幻灯的是同治六年（1867）去欧洲的王韬，他称幻灯为 “影戏”。他在《漫游随录》中说：“一夕，导者偕余观影戏，时不期而集者干数百人。”王韬在幕布上看到“山水人物，楼台屋宇，弹指即现，生新灵动，不可思议”。此外还有各国京城，沿海景象……王韬以“恍若身临”，“见之者真不啻环行欧洲一周”表示了自己的惊讶和赞叹。

约二十年后，幻灯传到中国。本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上海研究资料》称，上海最早放映幻灯是光绪十一年（1881）。但也可能幻灯的传入还要早几年。

光绪十九年（1893），看过影戏的池志澂在《沪游梦影》中写道，“台上张极薄布幔，内燃地火灯”。可见那时已用煤气灯作放映幻灯时的光源。他并把“影戏”和东洋戏、马戏并称为沪游之乐。另有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记幻灯画面：初时海阔天空，有轮船一艘，飞驶而下。蓦被狂风吹转，横撞山脚下，截成两撅。正在惶急之际，又有一船驶至，放小艇救起多人……据此描述判断，放映的影戏画面似乎连续不断，很可能当时已经引进了能放活动画面的幻灯机，这种幻灯法国人称为“光亮哑剧”，英国人称为“机动幻灯片”。《电影通史》中说：“放映十二分钟光亮哑剧需要七百幅画面。”有了机动幻灯，离电影的问世已经不远。

电影在中国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皮辛大街一家咖啡馆首次放映了电影，电影诞生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电影就传入了中国。为了和此前早已风靡上海滩的外国影戏（即机动幻灯）相区别，当时人称电影为电光影戏。孙宝瑄在这年写的《忘山庐日记》曰：“夜诣味莼园，览电光影戏，观者蚁聚。俄顷灯熄，白布间映车马人物，变动如生，极奇。” 同年天华茶园在《申报》登载广告，列举放映电光影戏的片目，有《俄国皇帝游历法京巴里府》等不下十余部。但也有人认为，电影传入的时间还要早一年。

电影最初多在茶园酒馆上映，上海福州路升平茶楼、湖北路金谷香番茶馆等都曾放映过电影。到二十世纪，电影放映日渐增多，如北京，“大栅栏大观楼，每晚上座常满”。当时放映的影片多由外国进口，最初以法国（如百代公司拍摄的）影片为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影片才逐渐增多。电影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有人在《观美国影戏记》中写道：“……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座容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瘪虫所扰，掀被而起捉得之，置于虎子中，状态令人发笑。……又一为美国之马路，电灯高烛，马车来往如游龙，道旁行人纷纷如织。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由此可见电影观众的兴奋和愉快。但当时电影票价太贵，劳苦者往往买不起票。

电影在宫廷与上层却命运不佳。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英国公使送她放映机和影片祝寿，不料只映了三本，摩电器炸裂，清宫从此不准再映电影。但慈禧死后，却成了意大利人劳罗早期（1908年）在中国拍摄的影片《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的“主角”。又有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之一端方，带回一架放映机。在宴请宾客时，电影机猝然爆炸，竟将担任影片说明的何朝桦通判等人炸死，因此被认为大不吉利。

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与乍浦路口，用铅铁皮修建了沪上第一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香港最早的电影院则称照戏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人开始尝试拍摄电影，最早的制片人是北京最早的照相馆——“丰泰”的主人任景丰。他拍的第一部影片是京剧名角谭鑫培演的《定军山》。宣统元年（1909），美国人布拉斯基在香港，与有志拍电影的剧社主持人黎民伟，合作拍了部舞台片《庄子试妻》。后来，布拉斯基又将这部影片带回美国，这是“香港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影片运往外国放映的开始”。

电梯
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堂，有学英、法、俄语的人。同治五年（1866），有个叫斌椿的京官，带来几个同文馆的学生去欧洲考察。那一年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斌椿他们做船先到红海，在苏伊士港上了岸，改乘火车到地中海边的亚力山大港，然后再换轮船到法国马塞，从北京出发一路上用了40多天。
斌椿他们在马塞，住的是七层楼房的“笛路埃得拉佩”饭店。斌椿日记写道：“客寓楼七层，梯形如螺旋。登降劳苦，则另有小屋可容六七人，用火轮转法可升至顶楼”。这种用火轮升降的小屋，就是奥蒂斯发明的蒸汽升降机，和斌椿同行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同一天的日记称为“自行小屋”，说“如人懒上此四百八十余步石梯，梯傍一门，内有自行屋一间，可容四、五人。内有消息，按则此屋自上，抬则自下；欲上第几层楼时自能止住”。
电动升降机直到1889年才开始批量生产，早期电梯19世纪末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上曾有介绍，
“美国拔卜屯营造司因市中地价日益昂贵，乃创建二十八层楼，高三百五十尺，周广八十丈，柱以钢为之，其最下一层全无障隔，设梯二道，并设起落机器十二架，编定逐层号数，欲由某层达某层，则按号坐于其上，自有辘轳递送瞬息即到，无烦用力。其余二十七层皆隔为二十八间，除每层占去机房一间，合计共得机房七百二十八个。绝顶登临凭栏俯，真有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之慨……”。
这幅名为《第一高楼》的画，画的是户外电梯，称为“起落机器”，在一张福尔摩斯探案的游戏碟片《玫瑰纹身》里我们也看得到这种户外电梯。后来奥蒂斯公司又在1904年率先研制出不用齿轮牵引的电梯。有了快速安全的电梯，建造摩天大楼才有了可能。于是纽约在1907年建成了41层的辛格大楼，1932年又建成了帝国大厦。近代著名企业家，上海厚生纱厂的创始人穆藕初《五十自述》写他宣统元年（1909）到美国留学，在旧金山的金门饭店第一次见到电梯时的情景，“下车入旅馆，定房位，有一仆者引余登电梯，余不知其为何所，逡巡不敢入。仆人牵余登其上，电机一动，蓦然腾空而向上，余不禁异之”。这位被仆者牵进电梯的企业家，34年后病逝重庆，当时的《新华日报》称他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活的历史”。
上海有电梯始于1902年，外滩华俄道胜银行（今华胜大楼）安装了从英国进口的电梯。1906年南京路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也有了电梯。但是电梯广为人知还是在1912年，有两个商人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楼外楼五层花园设在楼顶平台上，为了吸引游客，不乘电梯上下门票一角，乘电梯上下门票二角，结果这种新鲜的玩意吸引了许多游客。
眼镜
眼镜是谁发明答案至今没有查明。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泰晤士报》有篇文章，说中国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眼镜，只是它没有提出可靠证据。相反却有不少材料证明，我国眼镜是明朝从西方传入，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说“古未有眼镜，至明始有之，名曰叆叇”。

有人认为1250年欧洲工匠在磨制玻璃器皿时偶然发明了眼镜。最早眼镜是一种带柄的单片镜，清道光年间《苏州府志》称之为单照，“明时已有，旧传为西洋遗法”。

把两个单片镜用关捩连在一起，就成了架在鼻梁上的双片镜，明代张宁《方州杂言》说“此物极为贵重，或出自内府，或购之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张宁曾在一个武官家见过明宣帝(1403—1427在位)御赐的眼镜：“如钱大者二，其形色绝似云母石，而质甚薄，以金相廓而衍之为柄，钮制其末，合则为一，歧则为二”，镜片可折叠放在盒子里，盒子形状似戥子盒。

明代双片镜有文字记载却没有留下实物，但明人画的南京风俗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有条“兑换金珠”的市幌，下面坐的老者，鼻梁上就架着副双片眼睛。那幅画正是眼镜传入我国最早图象资料，由此说来全国最先戴眼镜的还是我们南京人。
眼镜明朝就已传入，但直到清雍正年间只有“贵人”家才有，乾隆年间纨绔子弟仍把戴眼镜当成时髦，那时有首《都门竹枝词》云：“车从热闹道中行，斜坐观书不出声；眼镜带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又过了二十多年，又有一首《都门竹枝词》却说“近视人人戴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清代眼镜的深浅按子、丑、寅、卯、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从亥逆算，由浅入深”。
从海外传入的眼镜，其名为优逮，张宁书里记载这个词原来是阿拉伯文Uwainat的译音，因为和《楚辞》中“叆叇”读音相近，而且叆叇原意是指光线昏暗，所以明朝人就借这个优雅的词称呼眼镜。但据1816刻印的《粤小记》说，叆叇后来专指进口的玻璃眼镜，因为我国缺少质量高的玻璃，苏州工匠用水晶磨制镜片，为了与进口镜“叆叇”区别，本国产的水晶镜称“眼镜”，后来玻璃镜渐渐多起来，眼镜才取代了叆叇。

清朝末年，戴眼镜渐普遍，但末代皇帝溥仪民国初年因患近视，想找个洋人验光配镜，没想到宫里人议论纷纷：“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子一样戴‘光子’”。溥仪后来还是在“精益”北京分号配眼镜，精益的总号设在上海，是我国最早用科学验光的眼镜店，它的分号则遍及全国，孙中山先生曾光顾过精益广州分号，并给店家留下“精益求精”的题词。

煤　气
　　清朝人写120年前巴黎的街景：“法国京都巴黎斯，周有四五十里，居民百万，巷闾齐整……甬路胥以小方石墁平，专行车马，宽若三丈许。两边石彻高起半尺，宽约丈五，皆煤油与白沙抹平。数武植树一株，如桐如杨，以便行人游憩。每两三树后，置一绿油长凳。又两树间立一路灯，高约八尺，铁柱内空，暗通城外煤气厂。其上玻璃罩四方，上大下小，状如僧帽。”
　　120年前巴黎街头状如僧帽的是煤气路灯，就连巴黎著名的歌剧院也是“楼之四面高悬煤气灯，中一灯一千百枝，灯头千盏，缘泰西戏皆夜戏也”。
　　煤气是瓦斯的一种，用煤在炉内燃烧，将其浓烟透过水与铁屑、木屑滤清后就可得到。德博诺编《发明的故事》说1760年欧洲就有人用煤气作室内照明，但煤气灯的真正发明者是法国人勒邦，他于1801年成功地演示了一盏技术上和造型上都很成功的煤气灯。后来有个叫温泽的德国推销商把勒邦的发明带到了英国，并在伦敦的一家剧院进行了表演，1814年伦敦首先将煤气灯用作街头的照明。
中国的城市原来没有街灯，只有旧历十五元宵节才张灯结彩，所以那天俗名又叫“灯节”。《燕京岁时记》说：北京“自十三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耳。每至灯节……市肆张灯。而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最盛”。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个叫埃德温·匹克华特的人来上海，因见街上一片昏暗，便于1861年提议建煤气厂，用煤气灯作街头照明。上海英美租界第一次路灯用煤气在１８６５年，由上海自来火公司供给，这里说的自来火就是煤气，因管道埋于地下又称“地火”。
上海人毛祥麟同治九年（1870年）刊刻《墨余录》称“煤气灯，西人之地火也……柱上置灯，密布街衢，至晚燃之，彻夜不熄”。王锡麒《北行日记》写光绪五年（1879年）上海宝善街（今广东路）“一带车声隆然，住来雷动，泰西十七国货物麇集鳞聚，惊心眩目，应接不暇，晚则煤气火灯千百万盏，如列星”。十年后，何荫柟《鉏月馆日记》写宝善街相邻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每至下午，游人如织，士女如云；而入夜则电气灯自来火，照耀如白昼，真如不夜之城，靡丽纷华，至此已极”。这时上海的煤气灯已与电灯并举。同治年间上海创办煤气厂，安装煤气街灯，引起过许多的谣言，“当创办之初，谣诼纷起，而其最可笑者则云地火盛行马路被灼，此后除衣履翩翩之富人，脚着高底相鞋，热气或不至攻入心脾，若苦力小工，终日赤足行走马路者殆矣”。
　　电灯引进之后，煤气路灯逐渐被电灯取代，煤气才开始成为市民的煮炊燃料，但直到1931年，上海煤气公司大约只有二万用户。　
自 来 水
　　20世纪初北京一般居民饮水，主要靠买甜水吃，甜水就是味道好的井水。从明代末年，北京城里就有送甜水的行当，北京人称卖水的铺子叫“井水窝子”，那窝字读成“卧”才是。不过并不是什么人都够得上买甜水，1900年出的一本书说：请人担水吃一家每月要花二两银子，这钱当时上街能割二十斤猪肉呢。

百年前北京吃水不易，上海也是：“城中食水腥秽，饮者多生疾病”，“且每次失火，延烧数十户，俱因潮退河涸无从取水之故”。所以早在光绪初年上海官商就“曾议仿西洋法，设机器铁管，引水灌注城内四隅以济民食”，但因“风气未开，守旧者众，无人赞同”。光绪六年（１８８０）上海的外国洋行开办了自来水公司，１８８３年６月２９日建成供水，水管“遍地埋设，一气流通。又于沿街每十数步竖一吸水铁桶，高四尺许，下面与水管联络，顶上置一小机括，用时将机括拈开，水自激射而上”。上海是最早有自来水的城市，但最初自来水公司只向租界供水，租界以外的人用水要靠挑夫送上门，每担水收费十文，一般老百姓吃不起，所以本地人每天销水不过百挑。后来英国人控制的自来水公司开始在租界外铺设自来水管，在向租界外供水的同时洋人便乘机扩大租界的势力范围，给用水的人家编所谓的“租界门牌”，后来遭到中国人的反对才改为“水电门牌”。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家家都有门牌号头，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先编门牌的故事。

　天津自来水厂始建于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德国人在青岛修建的水厂也开始供水，广州增步水厂创造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北京“京师自来水公司”用安定门外孙河的水做水源，在东直门建水塔，过去即使饮“甜水”因含硷太多所以“茗具三日不拭，则积满水硷”，自从有了自来水，北京人才不用为水硷担忧。

１９４９年前，全国城市自来水供应量的四分之一集中在上海，上海自来水的一半又是由英商杨树浦水厂提供。这家始建于１８８３年的水厂为它的股东赚取的利润，可以再造七、八个新厂，但最初它使用的只是蒸汽机水泵，直到抗日战争前才改用电动水泵，并用了加氯消毒的装置。我国给水设施真正有较快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据统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国约有二百二十六个城市用上了自来水，净水的技术也从过去用氯液渐渐改为臭氧、紫外线。现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居民，已经饮用上了厂家专门生产的纯净水，在商店化上一、二元钱买瓶矿泉水也早已司空见惯,但在20年前这可实在是件新鲜事。

　　

抽水马桶
　 都市人衡量居室好坏，有水、电、煤、卫是最起码的，但在七十年前西式浴缸和便具在一些守旧的人眼里还是社会的奢侈。1932年，曾国藩长女曾纪芬曾说：“夫起居日用服装之不便，莫甚于日本，假设日本亦竞尚奢侈，好便利，求适体，则必弃其所固有者，而求诸外国，则其所耗价款之巨，不堪设想。”这位当时已经八十一岁的老人批评“西式浴缸、便具、火炉、衣柜、铜铁床、弹簧褥、地毯等等，皆我国新人物认为不可少者……” 

　　在历史上最先想到抽水马桶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哈林顿爵士，他写的《阿加克斯》便是抽水马桶这个词的双关语，书中用图描绘了一个带阀门的抽水马桶，这个设计是从印度得到的。据说伊丽莎白女王是嗅觉灵敏的人，为了减少厕所里的不洁空气，在她的里士满宫试装了一个抽水马桶，用下来效果很好。
　　女王的抽水马桶并没有普及，作家斯威夫特1731年写讽刺杂文《仆从指南》，还在“教唆”女仆如何对付不愿去户外上厕所的女主人。然而并非每一个仆人都能按照斯威夫特的话去做，1813年鼎鼎大名的英国科学家汉弗莱·戴维爵士去法国讲学时，他妻子就曾吩咐男仆兼丈夫“哲学助手”的法拉第，去寻觅一只便盆。当这个出身穷苦的青年拒绝爵士夫人的命令时，他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法拉第也许想到过《仆从指南》，但如果和主人决裂，他将失去向戴维学习的机会。法拉第最后还是做了一个顺从的奴仆，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只瓷便盆给女主人送去。法拉第送便盆就像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一样流传下来，而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知道，十九世纪初叶，即使一个公爵住的旅馆室内也还没有厕所，虽然十八世纪末已有两种抽水马桶获得专利。
　　中国人最先见到抽水马桶是在欧美的轮船上，张德彝《航海述奇》写航行于天津与上海之间的英国火轮船“行如飞”号的厕所曰“两舱之中各一净房，亦有划门（即移门），入内有净桶，提起上盖，下有瓷盆，盆下有孔通于水面，左右各一桶环，便溺毕则抽左环，自有水上洗涤盆桶，再抽右环，则污秽随水而下矣。”抽水排水都用开关，这点和今天抽水马桶略有不同。《初使泰西记》也有一段的关于抽水马桶的记述，是他同治七年（1868）年访美时写的，比张德彝那则日记晚了两年。他所见的遗屙之具“其器如箱，平板为盖，揭而倚诸壁，则见木板中孔，下接白瓷盎而无当，当以铜页托，箱右偏竖铜条勾其端。盎中存清水二寸许。用时坐臀于盎口之板，粪落于盎，即提勾斯，闻水声淅沥而下。起而视之，则屎溺皆无，惟盎底空洞，而清水细流，犹自盎口板缝旋转而下，并秽浊之气味亦吸而去矣。及放勾条，则铜托上抵，旋流之余，又存清水二寸许矣……”志刚见到的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开关，马桶底部却有一个可活动的铜页。
*盥洗室
良好的盥洗设施在欧洲出现和抽水马桶一样，大约也只有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之前最文明的法国即使贵族也很少洗澡，十七世纪凡尔赛根本就没有厕所和澡堂；英国一八四六年才制定澡堂和盥洗室法令。然而十九世纪清朝使臣出访，对西方的卫生习惯已经有了很深印象。他们写法国邮轮“用气化之水以供用，舟之上下四旁，皆有铁管贯注，数百人饮食洗濯之用，无缺乏忧也。”法国远洋船的卫生间“客众澡舱三间，每间一大木盆，内敷以锡，傍有龙嘴，转则水出。顶上是一漏壶，下一龙口，转则凉水自然浇头而下。盖泰西人三日一浴，五日一洗，多用凉水也；夏则日日洗之。”法国马赛旅馆“各屋墙上有二小龙头，一转则热水涌出，一转有凉水自来。层层皆有净房数间，四面暗玻璃如纸，亮而不透，绿绸帘帐、纸匣、瓷盆、水管皆备。”
　　近代化学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光绪五年（1879）去欧洲，在日记里描述了柏林的澡堂，收费一马克，人各一房，约方丈余，中辟小池，作葵花形，长六尺，宽深各二尺。有阶三级，由此入池。池用坚石灰筑成，坚滑如石。穴墙以通水管，一通热水，一通冷水，一通海水，均有塞门，可任意开取。凡客入门，侍者放水入池，以寒暑表测准冷热。房内小桌一、椅一、巾镜梳篦，无一不备。较之上海盆汤，不啻上下床之别。浴毕给侍者镍钱一二枚。
　　徐建寅是个技术专家，柏林生活细节在他的游记中很少见，但他却不厌其烦介绍西方澡堂，也许觉得上海的盆汤落后得太多。但光绪二年（1876）成书的《沪游杂记》写租界盆汤的奢华，比起西方的澡堂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座陈设华丽，桌椅皆红木嵌湖石”，还有“密房曲室，幽雅宜人。堂内兼有剃发，剔脚等人。盆汤的价钱官盆每人七十文钱，客盆每人三十五文钱。”盆汤虽然奢华，但对洗涤污垢并无帮助，难怪注重实际的徐建寅提倡西方澡堂。
抽水马桶和西式浴具直到民国初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还很少见。1915年考进清华的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说：品学兼优的潘光旦曾被记小过一次，事由是他在严寒冬夜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寝室门外便宜行事，结果被斋务主任迎面相值当场查获。潘光旦对此事从不讳言，认为这是很有趣的事；和梁实秋同班的项君是全班最矮小的，有一回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清华那时候洗澡的设备也很简单。用的是铅铁桶，由工友担冷热水。但梁实秋临毕业前一年，搬到大楼里面去住，这一部分宿舍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对此梁实秋说“吸收西方文化也并不简单，虽然绝大多数的人是乐于接受的。”
气球
 “问我何能上太虚？汽球之制天无功；汽球圜圆十余丈，中实轻气能御风”。
上面这两句引自康有为的长诗《巴黎登汽球歌》，记1905他本人在巴黎凯旋门附近乘气球升至二千尺高空。康有为坐的是“中实轻（氢）气”的气球，1766年英国化学家卡文迪许已经知道氢气的制造方法，但1783年10月15日第一个用气球升天的法国人皮拉特尔乘的却是热气球。用火加热气球很不安全，所以氢气球很快取代了热气球。欧洲人乘气球升天到法国大革命用载人气球于战争算是达到高潮，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气球飞行不为人们重视。1859年意大利与奥地利战争和后来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气球再度上了战场，于是西方又一次掀起了乘气球的热潮，普法战争前夕抵巴黎的清朝使臣志刚便是我国最先见到载人气球的人，他在《初使泰西记》中说：
“西人有天船可升空际，以资暸望，泄不通之气，非止作奇器，炫奇观也。其法缝皮为大球亩许，鼓空气于中……，常于巴里空中见有圆如升斗之物，下坠一物如碗飘空而行，即天船也……闻布（普）、法交战，巴里被困时即以此物飞空求救……空中斗法几同小说中神怪之事”。
第一个乘气球升天的中国人是1879年去法国的黎庶昌，他在巴黎旧王宫乘坐气球直径约35米，承重20吨，用铁栏防护的圆木筐可容50人，每人收费10佛郎（法郎）。黎当时的感受是“升降时微觉身中发热，若有风则增头晕”，直到下了气球黎庶昌才注意到气球是涂了印度胶（橡胶）、松香、白油的布缝制而成，用绳系住只可升500米，若无绳则可升5000米……。
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开始试制军用气球，《点石斋画报》报道说气球“最利行军妙用，中国人则尚仅见天津武备学堂”。清军首先坐气球上天的是丁汝昌和刘步蟾两位北洋水师的名将。光绪十四年（1888）有名叫范达山的西人制造了“大可五六丈，高约八丈余”的大气球，选择在建成不久的上海杨树浦大花园作载人飞行，被气球携带升空的是名曰华利的西方女子，当气球升至四里之遥时华利便跳伞降落，这也许是我国本土有史以来第一次跳伞表演。
康有为乘气球上天时莱特兄弟已经发明了飞机，康有为说“闻法人有制飞鸢，可跨人而携行李，亦自此而推之，要必为百年后一大关系”。气球是飞机发明前人类升天的惟一工具，说它是日后航空航天事业的肇始未尝不可。康有为无法知道航天航空事业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但已预感到“飞鸢”与百年后人类会有重大关系。2005年是康有为《气球歌》发表100周年，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告祭这位十九世纪的大思想家，不到百年中国人已经乘坐着宇宙飞船遨游太空。
